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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近現代新聞法規的變遷1906-1937

⊙ 蕭燕雄

 

一 出版管理制度的分類與西方新聞法背景

近代以來世界各國的新聞法規對報刊的出版管理一般採取兩種不同的制度，即預防制和追懲

制。顧名思義，預防制是事先限制，追懲制是對報紙、雜誌的過失採取事後懲罰。追懲制既

不要求出版物呈報登記，也毋需求得批准，更不要接受印發前的檢查，是較前者更自由、更

寬鬆的管理制度。在此制度下，報刊可以自由、自主地出版、發行，只有當報刊有既成事實

的違法「行為」時，才依據有關法規受到懲罰。

預防制具體分為四種：註冊登記制──一經「掛號」就可以出版發行；保證金制──交納一

定數額的保證金後才能出版發行；批准制──出版前須經申請和批准，然後印行；事前檢查

制──出版發行前必須得到政府審查通過才能刊發。前三者才是報刊創辦管理制度。但在多

數時候，它們並不是同一層次的制度。一般而言，根據不同的預防制新聞法規，創辦一家報

刊須通過註冊登記或批准兩道關卡之某一道，然後才有出報、出刊的可能性。同時，有些法

規還規定報刊須交足一定數目的保證金才能擁有出版權，所以保證金制大多是作為輔助性的

限制條件而存在的。當然，也有新聞法規純粹採用保證金制的，但這只是極少數，在中國的

報律和出版法中未曾出現過。

事前檢查制度要求某期報刊出版、發行之前，必須呈送該期報刊的文稿、報樣以備查核，通

不過者便要撤稿、改稿，甚至毀版或禁止報紙上市。不言而喻，事前檢查制度發放的是「通

行證」，註冊登記制、保證金制、批准制則管理創辦權。事前檢查制度有時也要限制未獲創

辦權的報刊面世，實施的是報刊創辦權法令條款的司法行為。但更多地，它是針對通過法律

渠道業已創辦的報刊的文稿及其編排、組織進行審定、裁決。站在這個角度，通俗一點地

說，註冊登記制、保證金制、批准制是管理「爹娘」的戶籍警，事前檢查制是新生兒的准生

證。總之，不管從上述哪一方面說，我都不同意某些學者把事前檢查制與註冊登記制、批准

制等三種制度籠統地列為同級的出版管理制度。無疑，事前檢查制度屬於預防制之一種，但

它是註冊登記制等三種制度的後續管理程序。後三類制度關涉報刊的創辦權管理，事前檢查

制屬於出版管理制之另一類：呈查制。呈查有事先、事後之分。事後呈查分呈本（以資民事

訴訟、查閱資料、事業統計等備案之用）和存查（事後檢查）兩種；事先呈查就是事前檢查

制。事前檢查制是嚴厲的新聞預防手段，更是最嚴厲的呈查制度。事前檢查制將法治「異

化」為人治，最終經由對報人的認識、定位來挑剔審查報紙。正如馬克思在評論《普魯士書

報檢查令》時所說：「書報檢查法不是法律，而是警察手段，並且還是拙劣的警察手段。」1

從苛刻程度和嚴厲程度來說，批准制的限制重於保證金制，而保證金制又重於註冊登記制。

有些新聞法規還專列有一個嚴苛程度輕於上述三者的基礎性條款，即對辦報人進行資格的認



證條款。追懲制新聞法規一般沒有對辦報人資格作要求，預防制新聞法則多對此作了規定。

如我國的新聞出版法規，日本的《新聞紙法》（1909）、埃及的《新聞法》（1980）、前捷

克斯洛伐克的《定期刊物和其他宣傳工具法》（1966）。也有少數預防制法規沒有對辦報人

作出限制。如採用批准制的羅馬尼亞的《新聞法》（1977），同樣也是實施批准制的前南斯

拉夫的《公共宣傳法》（1975）等，就是如此。

我國近現代的新聞法規，對報刊出版管理都是採取預防制。與此同時，追懲制早已被世界上

一些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所採用。「起預防作用的法律是不存在的。法律只是作為命令才起

預防作用。」2所以我把這些新聞出版管理條款稱作「制度」，把包括了這些制度的「報

律」、「出版法」叫作新聞「法規」而不叫「法」。在世界近代新聞出版史上，即使同是實

行預防制的，也是走著從批准制到註冊登記制兼保證金制或保證金制，直到註冊登記制的道

路，同時多數免除了附加於報刊的存查和事前檢查制度。

英國的集權主義新聞立法與制度盛行於斯圖亞特王朝（1603-1714）時期。分析其新聞法制有

如下特點：建立特許制度，建立出版檢查制度，建立保證金制度。1642年，英國專門制訂了

明細、苛刻的《出版檢查法》，對書籍、報刊實行嚴格的事前檢查。彌爾頓（John

Milton，1608-1674）於1644年發表《論出版自由》，針對《出版檢查法》予以抨擊，並提出

了言論、出版自由的光輝思想。此後，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建立「人民主權」學

說。英國終於在1695年廢止了新聞檢查制度，並把新聞法的預防制改為追懲制。英國是世界

上最早在新聞立法方面做出此項突破性貢獻的國家。

1789年前，法國封建王朝的法律規定，辦報人如違反報刊批准制度，就要遭監禁和流放，印

刷者要處以船役。1789年《人權宣言》發布，其中第11條是規定法國新聞法的基本原則，廢

止了新聞檢查制度（後又被拿破崙一世恢復）。1881年7月29日，法國通過了新聞法律，糾正

新聞立法的倒退，規定不能對新聞作任何檢查，1947年2月28日又在有關的法律中再次作了強

調。從此以後，報紙的內容就不再受政府檢查了。至於報刊創辦管理制度，法國在1944年8月

26日的出版條例中指明：報紙、刊物出版前的手續僅僅需要一份簡單的聲明。這一聲明由報

刊領導人簽署，郵寄共和國檢察院即可。

美國的新聞自由是以憲法第一修正案為依據的。1800年，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就任

總統以後，他的如下觀點為以後美國資產階級的新聞自由和新聞立法的制度奠定了理論基

礎。他認為：自由報刊應該成為對行政、立法、司法三權起到制衡作用的第四種權力；廉潔

公正的、為公民了解的政府是不會被報紙的謊言打倒的；出版自由和政府勢不兩立的看法是

錯誤的；報紙說謊是沒有力量的表現，報紙講真話是有力量的表現。但是在二戰中，羅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總統加緊控制國內的輿論。1941年12月19日，羅斯福依據第一次

世界大戰列強公約規定，設立了美國新聞檢查局，對國際新聞通訊等進行審慎檢查，採取刪

削和無限制期耽擱或不予通過的檢查辦法。二戰後，《麥卡倫法案》第一次正式以法律的形

式宣布共產黨報刊為非法，被迫停刊。50年代初，美國出現了一場由新聞界倡導和推動的

「知情權」運動，內容包括獲取信息的權利、免於事前檢查的出版權利、免於因出版而遭受

未經合法程序的報復的權利，等等。1966年，最高司法部判決《麥卡倫法案》違反憲法，國

會於1968年通過了《麥卡倫法案》補充法。

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幾十年間，政府對新聞法規的頒布與修訂非常頻繁。30年間頒制的新聞約

法就有十來項，並且時有修正本。1869年制訂了對新聞紙實行無須每號檢查而出版的政策；

1887年《新聞紙條例》第三次修正廢除了報刊創辦的特許制；1909年的《新聞紙法》對報紙



的出版採用註冊登記制管理。

二 七個新聞法規的有關內容及其比較

本文的研究對象，主要是中國在1949年以前頒布實行的比較成形、比較系統，且在某一階段

具有代表性的、發揮過較大影響的新聞法規。包括：1906年的《大清印刷物專律》、1908年

的《大清報律》、1911年的《欽定報律》（刊布時，有些報刊又稱之為《修正報律》、《修

訂報律》等）、1914年的《報紙條例》、1930年的《出版法》、1931年的《出版法實行細

則》、1937年的《修正出版法》。至於清政府的《報章應守規則》（1906）和《報館暫行條

規》（1907），因其基本內容已為《大清報律》所包含，故不再涉及。1914年的《出版法》

亦不加討論，因為它與《報紙條例》同時並行刊布，內容無關於報刊管理，不像此後的《出

版法》和《修正出版法》包括「報紙及雜誌」和「書籍及其他出版品」兩大類別。1947年的

《出版法》因遭輿論普遍反對而未曾實行，故也不在此討論。

為了醒目和便於比較，我把七大新聞法規之出版管理制度內容列表如下：

表2 我國近現代新聞出版管理制度比較表

表中七個新聞法規在創辦管理制度方面以批准制為主，只有清末的《大清報律》、《欽定報

律》和1930年的《出版法》採用註冊登記制。而《出版法》的註冊登記制是短命的，第二年

（1931）10月7日旋即被《出版法施行細則》詳盡地規範為批准制。所以嚴格說來，只有在清

末兩報律存在較為寬鬆的註冊登記制，嗣後則被嚴厲的批准制所取代。《大清報律》之所以

採用註冊登記制，是因為受了日本1883年的《新聞紙條例》的影響。我能見到全文的日本於

1909年公布的《新聞紙法》（稍後於《大清報律》、稍前於《欽定報律》），其中第4條就這

麼規定：「第一次發行10日以前，須將有關事項呈報地方官廳。」

即使同是批准制，也可通過比較看出新聞法規由1914年的較開明之管理制度逐步走向30年代

較專制之管理制度的變化趨向。清末民初我國立法者取法日本，把新聞紙法與出版法分別制

訂、互相獨立存在。於是1914年既有《出版法》，又有《報紙條例》。該年的《出版法》對

文書、圖書的出版實行註冊登記制，1930年的《出版法》規定在書籍發行時以兩份呈送內政

部增刪，到了1937年的《修正出版法》則對書籍及其他版品在出版發行時無任何限制。可見

對書籍的出版管理呈日趨鬆弛之勢。可是，對報刊的出版管理卻不加放鬆，三個《出版法》

對報刊一律實行批准制。（我把1930年《出版法》的註冊登記制視作事實上的批准制，因為

有《施行細則》的司法條文限制。）同時，申請登記手續日益繁難，關卡越來越多，主管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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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批准之機構也日趨上層化，審批者權利越來越被強調，分級、分層管理意在嚴格限制報刊

出版。1938年，一般向內政部申請登記的報紙，最快也需三個月到半年之久才能拿到登記

證。40年代中期，一度宣布取消原由內政部登記批准的辦法，改由地方當局直接辦理，但登

記手續同樣繁瑣。以上海為例，所有報章雜誌批准審查事宜，均由國民黨市黨部、市政府社

會局、新聞處、市警察局、警備司令部會同辦理。因此，報刊極難得到批准機會。

一般觀點認為，晚清兩個報律雖是註冊登記制，但同時有保證金制的限制，已是很苛刻了。

這裏，我對保證金制稍加分析。早在本世紀30年代就有學者指出，保證金的作用有二：一是

限制創辦數量，二是防止不具備物質條件的報紙出現後擾亂報業3。《大清報律》制訂的時

候，保證金制在各國基本廢除，僅日本保留。晚清兩報律的該項制度即源自日本《新聞紙條

例》和《新聞紙法》。我國的保證金制之所以能維持到1916年（《報紙條例》於1916年被黎

元洪下令廢止），主要是由於它寄寓了統治者限制創辦數量的目的，而不是由於它有防止不

具備物質條件的報紙出現擾亂報業的作用。即使最高額的保證金500元在當時僅相當於五十多

份日報的年訂價，絲毫不能代表創辦報業的資金。《大清報律》規定，對開通民智的報紙不

收保證金，不是說不具備物質條件者也鼓勵人家辦報，而是說不限制該類報紙的數量。《欽

定報律》在「免繳」類中增加白話報也是同樣的道理。《欽定報律》通過減免保證金鼓勵都

會城市商業中心之外地方創辦報紙，《報紙條例》的規定異曲同工，兩者都鼓勵中小城市辦

報而限制中心城市的新報數量。如果說保證金是限制新報擾亂報業，那麼這一條款就不好理

解，因為無論甚麼地方的報刊都會有「擾亂」之虞。再者，《大清報律》專設一條：保證金

可抵其他條款的違反者的罰金，罰沒後再由辦報人補足保證金。如此舉措也證明立法者沒有

把保證金視為報紙的物質條件的象徵，也不是有意要腰斬報刊，而是把它視為一種規約行

為。保證金如果真的是不強調對報業物質條件的限制，那麼它對於報業繁榮並不是很嚴苛

的。因為只有當創辦者的身分（無論貧賤）越多樣化，新聞的「公眾空間」也才越廣闊，出

版自由也才越接近新聞思想史上經典作家的追求。（他們一再反對資本家倚仗錢袋壟斷新

聞。）正因為保證金制不限制創辦報業的物質條件，所以它對報刊新增數量的限制作用是很

有限的。

最後總括我的意見如下：我國的保證金制是用於限制報刊創辦數量的管理制度，有一定的嚴

厲性。但是，由於它不強調創辦報業的物質條件，更由於它劃出「免繳」的特殊領地，「法

無禁止即自由」，即使它與註冊登記制聯用，限制報刊創辦實行「雙保險」，其苛刻程度仍

遠不及批准制。

關於新聞法規中的呈查制度，據考辨，《大清報律》雖有最嚴苛的事前檢查制的條文，但事

實上當時並不存在這種制度的司法行為。因為：（1）早期的新聞史研究者，並無清末採用事

前檢查制的說法；（2）在報律頒布時和討論報律時，各報和議員們都沒有對該條加以評論和

質詢；（3）清政府對這一條文未做文稿預審的解釋；（4）在具體操作上，各報呈送的是印

畢的成品，加上政府又未設置專門的檢查機構，無力逐一事前翻查，故而不可能預審4。我對

這些看法表示認同。在整三年後的《欽定報律》中，不呈查者罰金不變，而條文表述已改事

前檢查為當日呈查。1914年的《報紙條例》基本沿用。（此前1906年的《大清印刷物專律》

對報刊更是優待。）到了30年代後，報紙、雜誌、圖書檢查制度逐漸風行起來。1934年國民

黨中宣部的《圖書雜誌審查辦法》第2條規定，社團或著作人所出版之圖書雜誌，應於付印前

將稿本送審。第9條規定：凡已經取得審查證或免審證之圖書雜誌稿件，在出版時應將審查證

或免審證號數刊印於封底，以作識別。《修正出版法》允許在必要時政府派員檢查報社組織

與發行，凡是被視作「異己」而又不願接受「改組」的就被封閉。1942年的《國家總動員



法》的限制又有所加碼。該法第22條規定：「政府於必要時，得對報館及通訊社之設立，報

紙通訊稿及其印刷物之記載，加以限制、停止，或命令其為一定之記載。」這不能不說是

《修正出版法》檢查制的惡性發展。1944年的《出版品審查法規與禁載標準》繼而明確：

「審查方式採用事前審查與事後審查兩種，前者為原稿審查，後者為印成品審查。」（第2

條）而新聞報紙「實行事前審查」（第4條）。至此，這一補充法把新聞法規的檢查制度發揮

到極致。

在辦報人資格和禁止發行條款中，七個法規的限制項越來越帶有政治色彩。從對被剝奪公權

者和在押的刑事犯的限制到《修正出版法》的對破壞國民黨者、違反三民主義者、顛覆國民

政府者等等的限制；從普遍含義的所謂淆亂政體到具體的所謂破壞國民黨、違反三民主義

等，其法規的黨派色彩、政治色彩明顯突出，新聞法規後面的激烈意識形態鬥爭昭然若揭。

而且，法規條文中的「意圖」二字更給主觀隨意濫用法律者用「政治」給報刊戴緊箍咒之做

法開了口子。

「中國古代視法為刑的觀念」，「頑強地佔據歷史舞台」，「所有關於禁止令行的規定都是

以刑罰來保證實行的」，違法與犯罪總是混為一談5。所以，對民事案件不是採取賠償損失的

民法處罰手段，而是採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刑法手段處置。不過，這種現象在我們所面對的幾

個新聞法規中見出可喜的轉變。據《辭海》解釋，罰金是我國刑法的一種附加刑，罰鍰即納

金贖罪，罰款是一種行政處分或民事處理。罰鍰在現當代逐漸被罰款一說所代替。我國的第

一個新聞出版法規《大清印刷物專律》對違反創辦管理制度和呈本制者，既有罰鍰之民事處

理，又有監禁刑事處罰，而在以後的六個法規中，對此兩項違犯者均只有罰金、罰鍰而無監

禁。在兩個報律中，沒有「罰鍰」一說，只籠統地稱「罰」或「罰金」，罰鍰的民事司法行

為似乎包括在「罰（金）」之中。但是其中《欽定報律》於「禁發」項中注明「經司法審判

後」，可以以「監禁」和「罰金」（特別標示，其他處只稱「罰」）的刑事手段處之，比三

年前的《大清報律》的認識有了進步。這說明當時立法者心中還是朦朧地存在著罰鍰與罰金

的法律區分的。與《大清報律》相同，《報紙條例》和1930年的《出版法》也只有「罰金」

這麼一種提法，但《出版法》中把行政處分與刑罰罰則分別規定時，「行政處分」部分沒有

罰鍰、罰款的條文，而是把罰鍰統歸於「刑罰罰則」內的罰金之中。民法與刑法較前卻更加

混淆了。事隔七年後，這種情況終於得到改變，《修正出版法》不光消除了清末新聞法規對

民法、刑法認識的模糊性，而且對《出版法》的錯誤作出了明確的糾正。它對表2中所列項別

的違反者多在「行政處分」部分予以罰鍰處理，強調適用於民法，只是對違背停發命令而執

意發行者和意圖改變政權性質者在「罰則」部分以罰金或監禁的刑事處罰。它既使法律界限

涇渭分明，亦使得對淆亂政體施行刑事處罰的司法行為一以貫之，符合國際慣例。新聞法規

的現代民法觀念還體現在對違反法規各條款者，除《大清印刷物專律》和《修正出版法》

外，都明文注明不搞屢犯加罰、數罪並罰的刑事處罰。

三 新聞法規與報業發展的關係

比較了七個新聞法規之後，我們有了以下認識：《大清報律》和《欽定報律》是七個新聞出

版法中比較完備、比較合理、比較開明者。從一定程度上說，它們與其他先進的法律一起促

成了我國報刊的短暫繁榮。本世紀最初十一二年後五六個年頭是我國近現代新聞法規的第一

個階段，在這個階段，立法與報業共同步入了黃金時代。（《報紙條例》是新聞立法的過渡

階段，30年代兩個《出版法》所代表的是第三個階段。）



從表3可知，1898-1911年的13年中，政府共查封30家報刊，時間上多發生在1903年前。這一

年以後，報人遭迫害的慘烈情狀得到了緩和。報界正是因為目睹了政府濫使淫威的現象，才

主動提出「勒以章程，咸納軌物」的籲請。1903年10月28日《申報》著文說：「必欲整頓各

報，非修訂報律不可。」報刊發展的升降起落，與當時頒布的法規有直接關係。清朝末年，

特別是1906年以後，新聞從無法可依到有法可依，法禁從嚴酷到較為寬鬆，報業從無序到逐

漸步入軌道。從1898-1911年的13年中，報刊與報人受迫害的程度遠低於袁世凱時期和北洋軍

閥時期。辛亥革命後一年多的時間裏，由於清廷禁令被廢除，各地有了新法律保護言論自

由，再加上革命宣傳的需要，報紙發展最為輝煌。但是，袁世凱竊政以後，特別是頒布了

《報紙條例》以後，反動政府以批准制加強對報紙出版的箝制，同時詳細規範了辦報人資

格，禁止軍人、行政司法官吏、學生辦報，禁止刊發「淆亂政體」、「妨害治安」等文字，

直接造成了「癸丑報災」。1916年底，報刊數量又有回升。但兩年後，即1918年10月，北洋

軍閥頒行了一個共有33項條款、內容十分苛細的《報紙法》，大肆封殺報刊與報人，報刊經

過短暫的轉機後，再度陷入低潮。國民黨統治時期更是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被查封報刊和

遭迫害人數難以數計，表中幾個簡單數據想必能窺其一斑。

總括地說，我國報刊的繁榮與新聞法的嚴苛程度成反比，而與它的開明程度成正比。首先，

報刊的創辦管理制度無疑是報刊興旺發達與否的最關鍵因素。繁瑣、嚴格的批准制，使許多

志士仁人的辦報計劃胎死腹中。其次，兩個報律對白話報、對開通民智的報刊的重視，大大

鼓舞了一批具有開明思想和西學知識的人士創辦報刊的士氣。新知與獲取新知的便捷文字激

活了報刊傳受之間的雙向「造山」運動，從而促成報業繁榮。再次，新聞法規過於強烈的黨

派私化色彩、意識形態旨趣，勢必讓主觀願望遏制和遮蔽了公眾的「在場」，於是報刊的

「公眾空間」萎縮了。過於主觀的「國法」一定會衍生出過於繁雜的「家規」。「家規」一

多，報刊生存的環境就惡劣有加，報刊就難以圖存。（第二三階段的新聞法規在執行過程中

即是如此，下文詳論。）反之亦然。清末各級政府對報律的遵從，基本呈一種向心、有序狀

態。各種報律、命令、制度紛呈，衝突的現象得到一定的控制，對報界的司法實踐大多數是

依據報律條款進行處罰的。這種處罰本於法律者大約佔案例的三分之二強。清末報律頒發後

雖也存在執法過嚴、個別官吏以意為法、以人治代法治的現象，但報紙對時政的評議畢竟較

以前自由多了，對違律者的處罰亦較以前輕緩多了。如報人可以根據報律斥責官吏視報律若



無睹的違法行為；如「豎三民」前仆後繼，一旦遭禁即更換報名再行出版；如詹大悲、鄺其

照、葉楚傖等著名報人舊報被封，旋即又有新報問世；《大中公報》甚至提出依據報律對自

己從輕改判的要求6。

民國成立以後，情況發生了變化。表2中後四個新聞法規在實施過程中的最大缺陷，是它的非

權威性。施行者普遍存在不嚴肅對待、以意為法的作法；此外，附加法規、私立法規太多，

更是藐視四法之嚴肅性、權威性的表現。大法套小法，但小法一多，勢必沖淡、消解前者，

從而帶來報紙出版管理上的混亂和矛盾現象。

1914年4月2日，袁世凱政府制頒布了比前清報律「稍嚴」的《報紙條例》。但它最主要的倒

退在於司法實踐中法行不一，在執法過程中，各地官府層層加碼、擅自增益。如發行前呈送

警廳備案的規定，在很多地方被發展成出版前的預審制度。每家報紙須繳保證金100-350元的

規定，在福州被擅自增加到700元，無力交納者則被勒令停刊，停刊後也不依法退還押金。辦

報人須年滿20歲以上的規定，在成都被擅改為35歲以上，剝奪了許多有思想、有識見的年輕

人辦報的權利。

蔣介石民國政府頒布的新聞基礎法規雖然只有《出版法》、《修正出版法》，外加1945年的

《新聞記者法》，但相關的命令、制度卻多如牛毛。據國民黨政治學校在1940年12月編印的

《新聞事業法令彙編》統計，抗日戰爭前後約有四十多個新聞法令，另有一些關涉限制自由

法令（如《戒嚴法》）或臨時性新聞法令未收在內。其中，專為新聞檢查而設的法規多達二

十多個，佔半數之多，而標有「審查／檢查」字樣的則有16個。1940年後又頒布了一系列檢

查制度，比較重要的有《雜誌送審須知》、《修正圖書雜誌劇本送審須知》、《出版品審查

法規與禁載標準》。1945年10月「廢檢」後，繼續保持以前的「出版特許」制度。1947年10

月，民國政府國防部下令恢復戒嚴地區的郵電檢查。

民國政府新聞法規的苛細在於檢查制度的繁星密布，也在於登記制度的日新月異。民國政府

於1938年開始實行報刊登記辦法，明令對於報紙出版申請「暫緩辦理」；登記的報紙十之八

九是官營和半官營的，絕少有民營新聞事業。根據戰後「登記辦法」，1945年10月23日，政

府特准或暫准在上海發行工作的只有15家報紙及3家通訊社。1946年，蔣介石政府借登記問題

查禁報刊：重慶市被查禁20家，北平查封77家，昆明查封46家。同年1月，內政部發出通令：

新申請登記的報刊資本數額須照原規定數提高5萬倍計算，雜誌則為2.5萬倍，目的是藉此手

段增加報刊申請登記的困難7。

民國政府的報刊附加法多如牛毛，一則說明對言論自由控制的加強，二則說明當局法律觀念

薄弱。新聞基本法（如《出版法》、《修正出版法》）被任意更正、補訂，以至於到了蹂躪

法律的地步。新聞出版法完全被異化為一些瑣碎的行政命令和規章制度。如此，立法者心中

越是希冀有序，法規和報業就越是混亂有加，於是距離清末新聞法規的黃金歲月也就越來越

遠了。

四 小 結

總的來說，世界各國的新聞立法在走向開明、走向自由，日益被注入現代觀念。它們不像我

國的新聞法規，起點高，但曲折大。我國新聞法規在30、40年代的大曲折，與美國極其相

似。與英、法、日比較，美國是在本世紀有立法倒退現象的國家。從總體上講，中國新聞法

規的波折可以說正是受美國影響所致。日本的《新聞紙法》亦「深刻」地被清政府所仿效。



我國新聞立法之所以起點高，就是因為當時可以直接借鑒日本1887年的《新聞紙條

例》、1909年的《新聞紙法》，在報紙的創辦管理制度和辦報人資格的規定等方面，我國清

末的報律無不留下日本新聞法的痕跡。於是，我國新聞立法伊始就有了西方產業革命後資本

主義階段的新聞法特色。即使是最初的《大清印刷物專律》，就沒有英國斯圖亞特王朝規定

的事前檢查制度，也沒有法國封建王朝對辦報人印刷人的侮辱性刑事處罰（如流放、船

役），沒有印花稅、知識稅、特許制的限制。民國新聞法規在出版管理制度方面雖有倒退，

但作為民法的特色則被繼承並發展著。

當然，僅是如此遠遠不夠，清末、民國我國新聞法規對個人利益的強調還遠嫌欠缺。如創辦

制度的預防制、苛刻新聞檢查制、辦報人資格的政治態度、身分、地位認定，都是對新聞業

者人權的過份限制，而且從清末報律到1937年的《修正出版法》有越演越烈之勢。在法律條

文是這樣，在司法實踐中更置個人權益於不顧。李約瑟（Joseph Needham）有一段談中國制

度的話說得好：「通過一種獨立的司法制度來實施這類法律（指以西方法律為楷模的法律

──引註），涉及到承認財產權利的絕對性，這與中國社會的價值觀念及其社會組織原則相

抵觸。這些價值觀和原則所支撐的傳統中國的政治結構建立在一個前提基礎上，即公共利益

往往必須先於私人利益。如果拋棄這一前提，這個廣袤的帝國的官僚政府就會徹底崩

潰。」8由此可見，在新聞法規的法律進程征途中，還有著紮根深厚的絆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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